
書評

可以追溯至1924年烏茲別克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誕生，與哈薩

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等國一樣，常被視

為二十世紀初蘇聯民族劃界的產

物。傳統關於民族劃界的評價，大

致有正面和負面兩種對立意見：前

者以前蘇聯史學界的正統觀點為 

代表，普遍強調民族劃界符合中亞

各民族的自由意願，貫徹落實了 

民族平等原則，為曾經遭受沙俄壓

迫的中亞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進

步創造了條件1；後者則以歐美學

者為代表，他們將中亞五國的誕生

視為前蘇聯政權出於某種政治目

的，即為防止「泛突厥主義」和「泛

伊斯蘭主義」思潮在中亞地區蔓延

而採取的分而治之策略，例如美國

著名中亞史家歐沃斯（Edward A. 

Allworth）就認為，民族劃界的主

要目標在於分化烏茲別克人的勢

力，因為他們在中亞地區有着廣泛

的影響，並發揮着同化其他族裔的

作用2。

蘇聯解體後，過往官方的正統

觀點被重新審視。例如，由烏茲別

締造現代烏茲別克斯坦
——評Adeeb Khalid,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褚　寧

Adeeb Khalid,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一　誰是烏茲別克斯坦的
締造者？　　　

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烏茲

別克斯坦（Uzbekistan）的正式形成， 

《締造烏茲別克斯坦》

有力地論證了烏茲別

克斯坦並非粗暴的帝

國製品，而主要由烏

茲別克現代知識份子

主導建構，俄共（布）

中央很大程度上只是	

順應了前者的意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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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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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學者阿卜杜拉耶夫（Ravshan 

M. Abdullaev）等人合撰的《二十世

紀初的突厥斯坦：關於民族獨立起

源的歷史》一書認為，民族劃界的

設想其實是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

克）中央旨在打擊中亞民族解放運

動的一項戰術策略3。類似的觀點

也為近年來中國大陸主流學界廣為

接受，如陳聯璧等人就認為：「中

亞民族劃界和民族共和國建立是按

照聯盟中央指令進行的，並不是根

據中亞各民族自然分布和居民集中

居住區域劃分，實際上帶有明顯的

人為因素。」4更有學者將民族劃界 

戲稱為「辦公室的構思和決定」5。

不過，這一頗受冷戰思維影 

響的負面解讀近年來受到新的挑

戰。旅居倫敦的烏茲別克斯坦學者

伊爾哈莫夫（Alisher Ilkhamov）就指 

出，現代烏茲別克民族身份的形成

其實是上層統治者與本土文化精 

英共同努力的結果6。美國卡爾頓

學院（Carleton College）教授哈立德

（Adeeb Khalid）也持類似觀點，其

於2015年出版的專著《締造烏茲別

克斯坦：早期蘇聯的民族、帝國與

革命》（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以下簡稱《締造》，引用只

註頁碼），有力地論證了烏茲別克

斯坦並非粗暴的帝國製品，而主要

由烏茲別克現代知識份子主導建

構，俄共（布）中央很大程度上只是 

順應了前者的意願而已。

哈立德為美國中亞現代史領 

域的翹楚，於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

分校取得博士學位，主要研究自

1860年俄國征服中亞以來定居社會 

（sedentary society）的歷史，尤其關

注歷史變化帶來的文化和身份認 

同的轉變。《締造》一書問世以前，

哈立德已先後出版了《穆斯林文化

改革的政治：中亞的扎吉德主義》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 Jadidism in Central Asia）與

《後共產主義的伊斯蘭：中亞的宗

教與政治》（Islam after Communis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兩本重要著作。其中，前者就十九

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扎吉德主義與

中亞穆斯林社會的現代化改革進行

了深入探究，旨在突破「東方主義」

視角下西方學界對傳統中亞穆斯林

社會的本質化認識和「文明衝突論」

範式，挖掘沙俄時代末期與1917年 

俄國革命前後的中亞穆斯林社會

裏，提倡現代化的扎吉德（Jadid）

精英與維護傳統的烏萊瑪（Ulama）

精英之間的隱秘張力7。

《締造》可視為《穆斯林文化改

革的政治》的姊妹篇，作者利用了

大量來自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等

國的一手檔案、報刊以及當時用突

厥文（烏茲別克文）與波斯文（塔吉

克文）撰寫和出版的文學、藝術作

品，試圖從扎吉德精英的角度出

發，探索其在沙俄衰亡、蘇聯鼎革

之際與布爾什維克、烏萊瑪精英之

間複雜的權力互動，如何最終締造

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烏茲別克斯

坦。本書填補了有關蘇聯早期中亞

史相關研究的空白，為中亞民族劃

界與現代化轉型問題提供了新穎且

論證有力的解釋。

本書除導言和結語外，共分為

十二章，第一章主要講述沙俄統治

晚期中亞穆斯林社會下的潛流。當

時湧現出一個新興的知識階層， 

作者試圖從扎吉德精

英的角度出發，探索

其在沙俄衰亡、蘇聯

鼎革之際與布爾什維

克、烏萊瑪精英之間

複雜的權力互動，如

何最終締造出一個現

代意義上的烏茲別克

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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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即扎吉德精英。他們基於西方「進

步」、「文明」的理念，倡導對穆斯

林社會內部進行文化改革，但由於

對自身領導地位的隱性宣示，招致

烏萊瑪精英的反對。

第二至五章主要回溯1917至

1924年的中亞亂局與扎吉德精英

在政治上的革新實踐。1917年沙

皇的垮台引起了帝國的失序，但也

為扎吉德精英的改革願景帶來了新

契機，革命重塑了他們的世界觀和

改革議程，令他們從尋求立憲改良

到開展武裝鬥爭；日趨激進化的立

場使得具有「民族自決」訴求的扎

吉德精英與宣稱擔負反殖民主義使

命的布爾什維克產生了共鳴，前者

積極加入到蘇維埃的政治動員與政

權組織建設中，並試圖在新的意識

形態框架內消除殖民遺產，爭取事

實上的平權地位。

第六至九章主要探討1920年

代中亞的文化生產與激進主義。 

在該時期，扎吉德精英掀起了一場

反傳統意義上的文化革命，即通過

「淨化」語言文字、創作新體裁文

學、改革穆斯林教育、保障女性地

位、倡導新生活、反教權主義等方

式來推進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文化

激進主義的一個重要表徵即「突厥

主義」的轉向和對波斯傳統的抵

制，而這最終導致中亞穆斯林定居

區在蘇聯民族劃界背景下誕生了烏

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兩大民族

共和國。

第十至十二章主要論述1926年 

後中亞政治與文化領域的「泛蘇聯

化」。隨着「意識形態戰線」的開闢， 

蘇聯中央重新加強了對當地文化政

策的壟斷，1920年代末至30年代， 

不少扎吉德精英因被指控犯有嚴重

的「民族主義」罪行而遭到清洗，

由此標誌着文化革命的終結。

以下將集中評介本書的主要觀

點，並就相關理論視角的運用作一

比較性闡發。

二　烏茲別克斯坦如何 
　被想像並締造？

在哈立德看來，以往的中亞史

研究之所以大多忽視扎吉德精英 

的作用，一是學者常常將中亞穆斯

林社會內部與外部勢力化約為「現

代—傳統」二元對立的兩個實體，

然而這種簡易劃分卻阻礙了對社會

內部動態的差異性認知，某種程度

上誇大了俄共（布）中央在中亞民

族劃界過程中的影響，致使本土精

英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二是隨着蘇

聯解體後中亞民族主義的復興，正

統的蘇聯敍事被民族國家敍事所取

代，新的歷史編纂也將中亞穆斯林

社會視為一個同質化的整體，而扎

吉德精英則成為了「蘇聯殖民主義」

鎮壓下的「民族殉道者」，這一敍事

反轉使得本地民族主義學者有意或

無意地遮蔽了探索社會內部競爭關

係的雙眼。

事實上，作為提倡革新主義的

現代知識份子，扎吉德精英既要對

抗並利用外部勢力，又要抵禦內部

保守勢力，這兩種競爭關係其實是

並存的。哈立德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關於「文化資本」與「象徵 

資本」的概念，指出十九世紀沙俄

對中亞的征服改變了中亞社會激烈

競爭的本質，使得扎吉德精英得以

作為提倡革新主義的

現代知識份子，扎吉

德精英既要對抗並利

用外部勢力，又要抵

禦內部保守勢力，這

兩種競爭關係其實是

並存的。十九世紀沙

俄對中亞的征服改變

了中亞社會激烈競爭

的本質，使得扎吉德

精英得以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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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克斯坦	
脫穎而出，他們開始重新定義自己

的文化，並借用新的象徵資本來挑

戰烏萊瑪等老一輩精英的權威8。

伴隨着沙俄對中亞的殖民，也帶來

了西方式的「進步」與「文明」，印

刷、交通與通訊工具的革新加速了

中亞與外部世界信息的流動，新的

公共媒介傳入中亞，特別是大量來

自奧斯曼帝國以及俄國用突厥文撰

寫或翻譯的報刊及文學、藝術作品

等，日漸成為中亞地區大眾閱讀的

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創造了一個類

似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

謂的「公共空間」，作為自由討論公

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場域。正

是在此場域中，塑造出一批扎吉德

精英，他們嚮往「進步」與「文明」，

並希望用這一套模式來改造「落後」

的傳統9。

這些革新主義者顯然受到當時

來自鄰國奧斯曼帝國與宗主國俄國

的穆斯林地區（如作為韃靼人主要

活動地區的克里米亞、伏爾加河流

域及高加索地區）所傳播的觀念，

特別是俄國泛突厥主義理論創始人

加斯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y）

發起的扎吉德運動的影響。該運動

最初僅限於對傳統伊斯蘭教育的 

改革，主要目標在於文化啟蒙，後

逐漸由社會文化領域延伸至政治領

域bk。在扎吉德運動的基礎上，中

亞的本土精英仿效奧斯曼帝國青年

土耳其黨的模式，成立了青年布哈

拉黨與青年希瓦黨。

不過，他們似乎並沒有真正打

算實踐泛伊斯蘭主義或泛突厥主義

所宣揚的廣泛的政治聯合，而是試

圖利用這些抽象概念來改造當地社

會。在哈立德看來，對突厥語族共

同起源的意識，並不會自動導向與

其他突厥人實現政治統一的願景

（頁44）。扎吉德精英無疑深受泛突 

厥主義思想的影響，然而他們所秉

持的並非慣常意義上的泛突厥主

義，而是「以突厥斯坦〔中亞河中地 

區定居民〕為中心的突厥主義」，即

認為整個中亞河中地區定居人口都

是烏茲別克人（有別於作為遊牧民族 

的哈薩克人、土庫曼人與吉爾吉斯

人），因而積極宣揚察合台汗國以來 

的突厥傳統，特別是「黃金時代」帖 

木兒帝國的文化遺產。所以，哈立

德用「察合台主義」（Chaghatayism）

來描述烏茲別克知識份子的建國 

理想（頁15）。

然而，這一理想對於哈薩克與

土庫曼的知識份子卻缺乏足夠的吸

引力。在扎吉德精英所倡導的察合

台主義計劃裏，「烏茲別克」其實成

為了「突厥」的代名詞和繼承「察合

台」遺產的代表。這種對於「突厥

主義」的狹義化轉向使波斯遺產遭

到否定，由此導致中亞穆斯林定居

人口最終分裂為推崇突厥傳統的 

烏茲別克與維護波斯文化的塔吉克

兩個民族。而另一個中亞定居民 

的身份標籤「薩爾特」（Sart，指涉

對象除了操突厥語的定居民外， 

亦包括操波斯語的定居民），也因

為缺乏足夠的象徵資本而被拋棄

（頁258-66）。

換言之，新一代的革新主義者

對於中亞的塑造和想像其實早在

1917年革命前就已經開始，誠如

哈立德所言：「中亞人並不是帶着

一張白紙來參加1917年的革命。

相反，他們的社會正處於關於未來

的激烈辯論之中。」bl對於扎吉德

在扎吉德精英所倡	

導的察合台主義計劃

裏，「烏茲別克」成為

了「突厥」的代名詞和	

繼承「察合台」遺產的	

代表。對於「突厥主

義」的狹義化轉向，

導致中亞穆斯林定居

人口分裂為推崇突厥

傳統的烏茲別克與維

護波斯文化的塔吉克

兩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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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精英來說，1917年是一個充滿機

遇的時代，他們紛紛登上本地的政

治舞台，並對外宣布領導民主進程

的決心bm。他們相信在俄國立憲會

議的框架內可以通過和平、合法的

方式實現他們的政治訴求。然而，

漸進改良的挫敗使他們轉而採取 

更加激進的立場，一方面，開始走

上了武裝反抗君主專制的道路（如

布哈拉埃米爾國與希瓦汗國的覆

亡）；另一方面，受當時文化激進

主義思潮的影響，試圖通過掀起一

場文化革命來創造自覺的現代本土

文化。新形式的詩歌、戲劇、小說

開始蓬勃發展，所宣揚的主題很大

一部分是對傳統的反抗。這一時期

文學創作的一個基本特徵即強調 

書面語言的「突厥化」色彩，即通過

「淨化」烏茲別克語的正字法改革來

摒棄其中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詞彙

（頁261）。

1917年11月，受十月革命勝

利的影響，塔什幹蘇維埃發動推翻

突厥斯坦臨時政府委員會的武裝 

起義，並最終奪取政權。此後，蘇

維埃政權在中亞各地普遍建立，如

1918年成立的突厥斯坦蘇維埃社

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20年成立

的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與 

布哈拉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等。隨着

蘇維埃權力對中亞社會的滲透， 

政權開始了對本土知識份子廣泛 

的政治動員，早在1918年6月塔什

幹召開的第一屆突厥斯坦共產黨 

大會上，與會者便承認了穆斯林無

產階級是「突厥斯坦蘇維埃政權的

中流砥柱」bn。1919年3月，在俄共 

（布）中央的授意下，突厥斯坦共產

黨決定在地區委員會中設立穆斯 

林局，負責制訂和推行共產黨對當

地穆斯林的政策bo。扎吉德精英對

此表現出很大的熱情，他們紛紛加

入當地的共產黨，搖身一變成為民

族共產主義者，這其中就包括菲特

拉特（Abdurauf Fitrat）、霍賈耶夫

（Fayzulla Xo‘jayev）、穆赫迪諾夫

（Abdulkadir Muhiddinov）等重要人

物。這些知識份子寄希望於在新的

體制內擴大影響以踐行自己的改 

革願景（頁122-23）。正如有學者指

出，這為他們「還是扎吉德主義者

時所懷揣的大突厥斯坦舊夢注入了

新的生命力」bp。

總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

紀初這段動盪的歲月裏，扎吉德精

英由最初萌發建立「大突厥斯坦」的 

想像，逐漸具象化為民族自決的實

踐，並最終借助1924年的民族劃

界，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框架內締

造出現代意義上的烏茲別克斯坦。

三　「新闡釋」的共時性 
理論背景　　

顯然，《締造》的立論有別於早 

先的「帝國締造說」（即將烏茲別克

民族國家的形成解讀為前蘇聯單方

面帝國霸權的產物，折射出明顯的

冷戰思維及其遺響），既敞開了原

先被遮蔽的「弱者」之聲，也意味着 

對以往過於簡單化、負面化的帝國

認知的校正。這種新敍事的產生固

然與哈立德在中亞史研究領域的長

期積累和扎實的多民族語言能力直

接相關，但從根本上講，若無學術

新範式的啟迪，這種對現代烏茲別

克斯坦締造史的闡釋恐怕也難以實

1917年中亞扎吉德

精英紛紛登上本地的

政治舞台，並對外宣

布領導民主進程的決

心。然而，漸進改良

的挫敗使他們一方面

走上了武裝反抗君主

專制的道路，另一方

面試圖掀起一場文化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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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克斯坦	
現。除去前面提到的哈立德對布迪

厄概念的借用，從理論範式上看，

本書無疑屬現代民族主義理論的範

疇，但其對歷史的敍事又帶有相當

的後現代、後殖民主義色彩，由以

往重點關注殖民者、宗主國、中央

權力的作用，轉向對於被殖民者或

附屬者主動性的發掘，這本身就是

廣義「後學」研究關注「他者」之聲

的具體表現，是對「東方主義」偏見 

的解構，可視為薩伊德（Edward W.  

Said）以降後殖民歷史敍事的新實

踐與新突破bq。

在廣義的「後學」理論視閾下，

我們還可以從《締造》中看到一些

更為具體的民族主義研究方法的 

折射。本書強調的中亞本土精英 

之間以及本土精英與俄共（布）中

央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似乎與

「協作式民族主義」（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的範式更為接近，因

為這裏所牽涉到的相關利益主體較

為複雜。「協作式民族主義」是英國

劍橋大學教授寶力格（Uradyn E. 

Bulag）在研究二十世紀蒙古民族主

義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就其討論對

象所屬的範疇來看，接近於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所考察 

的「官方民族主義」的帝國模式，但 

安德森關注的重點是帝國向民族國

家的轉型，所以對該模式的複雜性

並未充分展開，尤其是較少涉及與

帝國博弈的弱小一方br。而寶力格

則對建立於「現代—傳統」二元關

係本體論哲學基礎上的民族主義歷

史闡釋提出質疑，並為存在於蒙古

草原內部和外部多樣性之複雜關係

網絡中的蒙古民族主義歷史給出了

「協作式民族主義」的闡釋bs。

以此視角來看，雖然在二十世

紀初的中國內蒙古地區曾興起了廣

泛的民族主義思潮與運動，卻沒有

形成統一的蒙古民族主義，最終以

烏蘭夫為代表的蒙古族共產主義勢

力選擇了與中國共產黨聯合並取得

了勝利，從而建立起中國第一個民

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造

成這一歷史結果的原因是複雜多樣

的，既包括早先清帝國利用盟旗制

對蒙古諸部的分化與制衡，又有後

來諸大國及政治集團（如沙俄、蘇

聯、日本、中共、國民黨等）間的

權力博弈，更與交織在諸大國及政

治集團間不同蒙古民族主義力量對

於形勢、敵友及未來前景的差異性

判斷密切相關。

雖然哈立德所討論的烏茲別克

及中亞個案的情況，與寶力格論述

二十世紀初蒙古草原上的情況不盡

相同，但兩者的基本思路卻頗為相

似，即旨在突破二元結構的局限，

從以帝國、國家、民族的視角審視

歷史，轉為注重相對弱勢的少數民

族本身的選擇與努力。而且就「協

作」一詞本身的含義來看，以「締

造烏茲別克斯坦」為代表的中亞民

族劃分和諸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 

的創生帶有相對蒙古而言更為多邊

的協作性。1924年中亞民族劃界

草案的制訂與執行，雖然是在俄共

（布）中央政治局的授意下，由俄共

（布）中央中亞局直接領導的，但實

際的草案擬定與票選表決則由突厥

斯坦、布哈拉以及花剌子模三國的

本地黨政幹部具體執行。其中烏茲

本書強調的中亞本土

精英之間以及本土	

精英與俄共（布）中央	

之間的競爭、合作關

係似乎與「協作式民

族主義」的範式更為

接近，因為這裏所牽

涉到的相關利益主體

較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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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別克族代表提交的劃界草案成為中

亞民族劃界草案的基礎，並得到俄

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首肯bt。從某 

種意義上說，烏茲別克精英的建國

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功，新成立的烏

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

土幾乎囊括了中亞絕大多數定居人

口和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如撒馬

爾罕、布哈拉、塔什幹等）。整個

劃界工作在「民族自決」理念的指

導下，中亞各民族精英之間、各民

族精英與俄共（布）中央之間表現出 

明顯的協商性、妥協性的特點。換

言之，正是由於烏茲別克精英與俄

共（布）中央之間的相互作用，最終 

締造了現代意義上的烏茲別克斯坦

（頁367-69）。

此外，哈立德對二十世紀初期

中亞地區現代印刷業蓬勃發展的描

述，固然可以用安德森的「印刷資

本主義」之說加以解釋ck，但似乎

更接近「族群—象徵主義」範式中

哈欽森（John Hutchinson）的「文化民 

族主義動力學」cl。因為哈立德所

關注的重點並非印刷資本主義怎樣

促進了烏茲別克民族主義的發展，

而在於說明扎吉德精英如何借助這

一現代性條件去努力發掘本民族的

文化遺產，編製本民族的輝煌歷史， 

以推動他們的現代化改革議程。

其中，《締造》有關早期烏茲

別克知識份子對帖木兒帝國歷史的

重新發現與民族文化神聖編碼工作

的描述就相當生動。帖木兒時代是

中亞突厥—伊斯蘭文化的大發展

時期，正是此時「察合台」這個本

來的蒙古稱謂成為中亞突厥文化遺

產的象徵。察合台文著作開始大量

湧現，從而一改波斯文在中亞文學

領域獨佔鰲頭的局面。劉迎勝便指

出：「這種文字雖然被稱為察合台

文，但蒙元時代並未流行。其廣為

流行在帖木兒時代。」cm雖然「察

合台」已鮮少用於形容烏茲別克人

及其國家，但對於扎吉德精英而

言，這是不可或缺的民族國家象

徵。然而，發展至十九世紀末，當

地在語言、文學等方面已深受波斯

雖然「察合台」已鮮少	

用於形容烏茲別克人

及其國家，但對於扎

吉德精英而言，這是

不可或缺的民族國家

象徵。然而，發展至

十九世紀末，當地在

語言、文學等方面已

深受波斯語、阿拉伯

語影響，因此他們極

力宣傳「突厥語言的

恢復活力」。

扎吉德精英將帖木兒視為烏茲別克的民族英雄。（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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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阿拉伯語影響，因此他們極力

宣傳「突厥語言的恢復活力，豐富

（它的）詞彙和文學」（頁258-60）。

換言之，帖木兒帝國繼承並 

發揚了察合台汗國突厥化的定居傳

統，正因為如此，扎吉德精英似乎

遺忘了「篡權者」帖木兒其實是蒙

古人，反而將其視為烏茲別克的民

族英雄（頁68-69）。在後蘇聯時代， 

塔什幹中心廣場的馬克思半身像被

帖木兒塑像所取代（頁395）。這一

身份譜系的斷裂與重新嫁接是基於

扎吉德精英對烏茲別克農耕文化屬

性的定位，而金帳汗國（又稱欽察

汗國）的烏茲別克人則只是遊牧的

象徵，因此他們有意識地淡化了對

金帳汗國烏茲別克裔領袖昔班尼汗

（Shaybani Khan）等人的歷史記憶

（頁15）。顯然，本書有關烏茲別克 

斯坦的案例與哈欽森「文化民族主

義動力學」所考察的愛爾蘭案例有

相似之處，後者認為十九世紀晚期

愛爾蘭知識份子發起的對蓋爾語和

蓋爾文化的「復興運動」，便是試圖

通過重新發現愛爾蘭民族文化傳統

來塑造新的民族共同體cn。

四　結語

有關民族國家的歷史敍事往往

複雜且多樣，體現着不同的時代氛

圍與學術取向。哈立德對相關新範

式的闡發，不僅意味着原先被壓抑

者聲音的敞開，而且也意味着對過

往被定位為「殖民者」、「壓迫者」

的一方某些歷史認知偏見的校正，

展示出參與或被裹挾到特定時代下

多樣性民族主義「主體」身份的多

重性與不確定性，以及博弈的複雜

性。看不到強者的霸權與操縱固然

要不得，但簡單化地尋找壓迫者、

操縱者、分裂者、歷史罪人、受害

者，無疑也是粗暴而危險的。原先

的協作者、主導者可能會違背自己

當初的諾言而成為壓迫者；原先以

民族平等、民族自決為宗旨爭取自

己利益的弱小一方，也可能成為新

的壓迫者或排斥者。人民、民族、

國家不可能沒有歷史，也都需要歷

史，我們需要通過歷史來確定自己

的身份，進而認識自我，認清當

下，定位未來。然而，如果我們不

能清醒地認識到歷史的複雜性與多

面性，不能真正認識並接受歷史在

根本上是被「敍述」的，那麼我們

不僅無法真正從歷史中獲得經驗與

教訓，反而會被各種本質、片面、

偏激的歷史敍事所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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